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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高房价和户籍制度:

促进或抑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中国劳动力流动和收入差距扩大悖论的一个解释

安虎森 颜银根 朴银哲 *

摘要 本文在新经济地理学 Pfluger( 2004) 模型中加入房屋部门并构建了 2 × 3 × 2 空间

均衡模型，同时考察了非技能劳动力的异质性移民行为，以此来研究城市高房价和户籍制度

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 1) 除了可以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以及农民工的工

资水平之外，提高城乡市场开放度也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 2) 当城乡市场开放度比较低

时，城市高房价促进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而当城乡市场开放度比较高时，城市高房价能够有

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 3) 在城乡市场开放度比较低时，户籍制度抑制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当城乡市场开放度高于某个“临界值”时，户籍制度促进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此时废除户

籍制度才能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城市高房价与户籍制度具有“门槛效应”，从而导致中国劳

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扩大悖论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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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长期以来，城市高房价和户籍制度限制了非技能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这被

认为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所在。传统的发展经济理论和新劳动力流动理论

普遍认为，劳动力流动性增强会缩小收入差距( Lewis，1954; Taylor and Martin，2001) ，但

中国的经验并不支持这一理论。20 世纪 90 年代，大量的农民工往返于城乡之间，劳动

力的流动性大大地增强了，然而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因为农民工的流动性增强

而缩小，反而出现了劳动力流动性增强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并存的悖论( 蔡昉，2005; 钟

笑寒，2006)。对于这种悖论的出现，通常的解释包括: ( 1) 城市人口的统计口径存在一

定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城市居民收入水平被高估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被低估( 蔡昉和

王美艳，2009) ; ( 2) 国家的政策导向以及区际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劳

动力流动所产生的收入差距收敛的趋势( 周重阳，2006)。
上述研究结论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中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假设得出的，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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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正如空间不可能定理所说的那样，在存在运输成本时，规模报酬不变的一般均衡将不

会存在。以规模报酬和垄断竞争为框架的新经济地理学成功地将空间因素纳入到主流

经济学中，然而现有的新经济地理研究文献如 Forslid and Ottaviano( 2003) 通常假设农民

和工人的身份转换并不存在任何成本。虽然这一假设能够简化模型并得到丰富的理论

内涵，但是这种假设与中国的国情相差甚远，从而新经济地理理论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

大打折扣。新经济地理学发源于西方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农业人口少，也不存在大量农

村劳动力迁移的问题，因此在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中很少有研究考虑到劳动力迁移成

本问题，当然也不会在研究中加入异质性移民。然而就我国而言，居民在城乡以及区域

之间的流动存在着明显的障碍，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我们不能不考虑迁移成本问题。
为此，本文选择了异质移民离散选择理论( Anderson et al． ，1992; Tabuchi and Thisse，

2002; Murata，2003) 来研究户籍制度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此外，城市高房价是中国农

民迁移以及城市化进程中至关重要的因素，为使理论研究更加贴近中国的国情，我们在

理论研究中加入了房屋部门( Helpman，1998; Pfluger and Sudekum，2008)。
尽管在 2000 年至 2005 年期间，浙江奉化、海宁、金华等地区先后试行了城乡一体化

户籍制度改革，并且近年来重庆市和成都市也开展了户籍制度改革试点工作，但从这些

城市试行的结果来看，区域内的城乡收入差距或扩大或缩小，户籍制度的放开对城乡收

入差距的影响目前尚无定论。本文将重点解决如下两个问题: 城市高房价和户籍制度

是促进还是抑制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中国为什么会存在劳动力流动性加

强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悖论? 在解释上述问题的同时，我们试图在如下两个方面取

得突破: ( 1) 在规模收益递增和垄断竞争的新经济地理框架下对中国劳动力流动性加强

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并存的悖论给出解释; ( 2) 突破新经济地理单要素流动的理论研究

范式。新经济地理学现有研究通常假设某一种要素可以跨区域流动，而其他要素只能

在区域内不同部门之间流动( Forslid and Ottaviano，2003) ，本文则试图研究非技能劳动

力、技能劳动力两要素在区域间同时流动( Russek，2010)。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提出模型假设以及新经济地理拟线性自由企业家模

型; 第三部分在该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房屋部门以及非技能劳动力的异质移民; 第四部

分研究了城市高房价以及户籍制度所引起的消费者福利水平的变化; 第五部分为全文

的总结。

二、基本模型: Pfluger 模型

( 一) 基本模型假设

本文的基础模型为 Pfluger( 2004) 所提出的自由企业家模型，该模型最大的好处是

可以得到核心—边缘结构的显性解。Pfluger 模型为 2 × 2 × 2 模型，即两地区、两部门和

两种生产要素。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假定两个地区分别为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城市

地区变量我们不采用任何上标，农村地区与之对应的变量我们采用上标( * ) 表示。为

研究城乡分异的动态演化，我们假定两地区的初始资源禀赋技能劳动力( K) 和非技能劳

动力( L) 相同。技能劳动力可以在现代部门之间自由流动，在基本的模型中非技能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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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仅限于城市地区或农村地区的不同部门之间流动，但在第三节的户籍制度模型中非

技能劳动力也可以在城乡之间流动。两部门分别为传统部门 A 和现代部门 M: 传统部

门在规模收益不变( CRS) 技术和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生产同质品，生产 1 单位同质品仅

使用 aA 单位的非技能劳动力作为可变投入; 现代部门在规模收益递增( IRS) 技术和垄

断竞争的市场中生产异质品，生产中需要 1 单位技能劳动力作为固定投入以及 aM 单位

非技能劳动力作为可变投入。我们假设同质品在城乡之间贸易不存在贸易成本，而异

质品在城乡之间贸易存在萨缪尔森“冰山”交易成本。

( 二) 消费者偏好与产品需求

假设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两层效用函数，上层效用函

数为拟线性效用函数，是一个关于同质品和异质品组合的效用函数; 下层效用函数为消

费异质品的不变替代弹性( CES) 效用函数。上层效用函数体现出消费者在消费同质品

以及异质品组合时获得的效应，在异质品组合消费数量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者需要根据

下层效应函数进一步确定不同种类异质品的消费量。现在我们首先来看城市地区代表

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即:

u = αlnCM + CA，CM = ∫
n

0
c1－1 /σi di + ∫

n + n*

n
c1－1 /σk( )dk

σ / ( σ－1)

( 1)

其中，u 为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α 为消费者对异质品组合需求的系数，是大于零的常

数。CA 和 CM 分别为代表性消费者对同质品和异质品组合的消费量，ci ( ck ) 为城市代表

性消费者对城市生产的第 i 种( 农村生产的第 k 种) 异质品的消费量。σ 为异质品相互

之间的替代弹性并且大于 1，n( n* ) 为城市( 农村) 生产的异质产品的种类数。假定消费

者不存在储蓄行为，那么消费者的支出与收入相同，令消费者的支出水平为 Y，那么消费

者的预算约束函数为:

pACA + PMCM = Y，PM = ∫
n

0
p1－σi di + ∫

n+n*

n
( pk )

1－σ[ ]dk
1 / ( 1－σ)

( 2)

其中，pA 为同质品的价格，PM 为本地区异质品组合的价格指数，pi ( pk ) 代表城市地区 i
( k) 种异质品的价格①。假设冰山交易成本为 τ ＞ 1，那么从农村地区运出的异质品只有

1 /τ 单位可供城市地区的消费者消费。因此，城市地区代表性消费者对农村地区生产异

质品的消费量( ck ) 是农村地区代表性消费者对异质品消费量( c*k ) 的 τ 倍，农村地区生

产的异质品在城市地区的售价( pk ) 是该产品在农村地区售价( p*k ) 的 τ 倍，即 ck = τc
*
k ，

pk = τp
*
k 。由式( 1) 和式( 2) 我们可以得到城市代表性消费者对同质品以及异质品组合

的需求函数为:

CA = Y /pA － α，CM = αpA /PM ( 3)

将式( 3) 代入到式( 1) ，我们可以得到代表性消费者的间接效用函数 V 为

V( pA，PM，Y) = Y /pA － αlnPM + αlnpA + α( lnα － 1) ( 4)

① 城市地区代表性消费者对异质品的组合由两部分组成，其中一部分为本地生产的异质品 i，另一部门为农村地

区生产的异质品 k。如果我们将本文的异质品看作是工业品，那么 PM 实际上就是工业品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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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式( 4) 分别求关于 pA、PM、Y 的偏导数，则可以得到:

V
pA

= α
pA

－ Y
( pA) 2≤0，V

PM
= － α

PM
＜ 0，V
Y

= 1
pA

＞ 0 ( 5)

从式( 5) 中我们不难看出，消费者的福利水平与消费者的收入正相关，而与异质品

的价格指数以及同质产的价格负相关。我们假设异质品的消费为连续形式，对于消费

者而言，在 CM 固定时需要最小化其支出①:

min ∫
n

0
picidi + ∫

n+n*

n
pkckdk

s． t． CM = ∫
n

0
c1－1 /σi di + ∫

n+n*

n
( ck )

1－1 /σ( )dk
σ / ( σ－1)

( 6)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代表性城市消费者对城市( 农村) 生产的 i( k) 类异质品的需求

函数 ci ( ck ) 为:

ci = αp － σ
i Pσ － 1

M ，ck = α( τp*k ) － σPσ － 1
M ( 7)

在前文中我们假定农村地区代表性消费者和城市地区代表性消费者有着相同的效

用函数，因此我们可以得到农村地区代表性消费者对城市( 农村) 生产的 i( k) 类商品需

求函数 c*i ( c*k ) ，这一需求函数与式( 7) 相似，即:

c*i = α( τpi )
－ σ ( P*

M ) σ － 1，c*k = α( p*k ) － σ ( P*
M ) σ － 1 ( 8)

与 PM 类似，P*
M 为农村地区异质品组合的价格指数。

( 三) 厂商生产与产品供给

由于传统部门生产的同质品在地区之间贸易不存在交易成本，因此两地区生产的

同质品价格相同，即 pA = p*A 。此外，由于农业部门为完全竞争部门( pA = aAw) ，并且两

地区生产同质品的边际投入相同( aA = a*
A ) ，因此两地区非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相同，

即 w = w* 。我们选取农产品作为计价物( pA = 1) ，令 aA = 1，可以得到 w = w* = 1。
我们假设代表性厂商 i 生产异质品时需要投入 1 单位技能劳动力作为固定投入，aM

单位非技能劳动力作为可变投入。技能劳动力的报酬率假定为 r，非技能劳动力的工资

为 w，那么该厂商生产 xi 单位产品的成本函数为:

fi ( xi ) = r + aMwxi ( 9)

厂商利润函数为:

∏ i
= ( pi － aMw) xi － r ( 10)

假设异质产品的种类数量足够大，根据张伯伦垄断竞争，厂商利润最大化时采用加

成定价:

pi =
σ

σ － 1aMw ( 11)

由于我们假定每一个厂商只使用 1 单位的技能劳动力作为固定投入，整个系统中

技能劳动力的数量固定不变且不存在失业问题，因此地区厂商的数量与地区技能劳动

① Anderson et al． ( 1992) 证明了这一问题的连续和离散形式的结论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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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数量相等。此外，由于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理性的厂商会选择生产单一产品。因

此，每一地区内技能劳动力的数量与产品种类数相等，即 K = n，K* = n* 。根据式( 11)

可以知道，两地区异质品在本地的售价始终相等，即 pi = p*k 。将厂商对异质品的定价式

( 11) 代入到异质品组合的价格指数( 2) 式，我们可以得到城市( 农村) 异质品组合的价

格指数 PM( P*
M ) 为:

PM = pi ( K + K* )
1

1 － σ，P*
M = pi ( K + K* )

1
1 － σ ( 12)

其中， = τ1 － σ≤1 采用了 Baldwin et al． ( 2003) 对贸易自由度的定义，代表城乡市场开

放度。 等于 0 表示城乡市场完全分割，而  等于 1 表示城乡完全一体化。

( 四) 短期均衡

短期均衡时产品和劳动力市场完全出清。城市( 农村) 消费者包括技能劳动力 K
( K* ) 及非技能劳动力 L( L* ) ，产品市场出清时供求均衡，即 xi = ( L + K) ci + ( L* + K* )

( τc*i )。均衡时厂商自由进出，厂商获得利润为零。根据零利润条件以及市场出清时供

求均衡，我们可以得到城市技能劳动力的收入为:

r = α
σ

( L + K)
K + K* + ( L* + K* )

K + K[ ]* ( 13)

令城市部门的产业份额 sn = K / ( K + K* ) ，城市劳动力资本比例为 ρ = L / ( K + K* ) ，

整个系统中劳动力资本比 ρ— = ( L + L* ) / ( K + K* ) ，则式( 13) 可以变形为，

r = α
σ

sn + ρ
sn + ( 1 － sn)

+ 
1 － sn + ρ— － ρ
sn + ( 1 － sn[ ])

( 14)

同理，我们也可以得到农村技能劳动力的收入为:

r* = α
σ 

sn + ρ
sn + ( 1 － sn)

+
1 － sn + ρ— － ρ
sn + ( 1 － sn[ ])

( 15)

短期均衡时，劳动力市场出清。以城市地区为例，现代部门每个企业为生产异质品

需要投入 aMxi 单位的非技能劳动力。由于城市地区的企业数量为 n，因此城市地区为

生产异质品合计需要投入 naMxi 单位的非技能劳动力，即 LM = naMxi。将式( 11) 代入，

可以得到 LM = nr( σ － 1)。只要异质部门对非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LM ) 不超过地区非技

能劳动力的总数( L) ，非技能劳动力市场总是可以出清的。因此劳动力市场出清的条件

为 L ＞ nr( σ － 1) ，进一步地，我们化简之后可以得到 α ＜ ρσ / ( 2ρ + 1) ( σ － 1) ①。因此，

非技能劳动力市场均衡的条件为:

α ＜ ρσ / ( 2ρ + 1) ( σ － 1) ( 16)

① 为了确保两地区同时具有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即不会出现完全集聚情况，这里我们不可以取等号。这一表达

式也就是在新经济地理学中经常提到的非黑洞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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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拓展: 城市高房价与户籍制度

( 一) 城市高房价: 房屋部门的加入

为了让模型更加符合真实的世界，我们将模型拓展为包括房屋部门的 2 × 3 × 2 模

型。房屋部门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已经得到一些应

用①。这里，我们采用与 Murata( 2003)、Pfluger and Sudekum( 2008) 相同的假设，假设房

屋部门是完全竞争部门。含有房屋部门时，消费品中增加了房屋，消费者的效用函数需

要做出调整。与式( 1) 类似，我们引入房屋部门( H) 后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U = αlnCM + βlnCH + CA，CM = ∫
n

0
c1－1 /σi di + ∫

n + n*

n
c1－1 /σk( )dk

σ / ( σ－1)

( 17)

其中，β ＞ 0 为常数。消费者的预算约束同样也发生了改变，

pACA + PMCM + PHCH = Y ( 18)

其中，PH 为房屋的平均价格水平，CH 为房屋消费量。此时消费者对同质品、异质品以及

房屋的需求函数分别为:

CH
M = Y /pA － α － β，CH

A = αpA /PM，CH = βpA /PH ( 19)

为了与没有房屋部门时消费者对同质品以及异质品需求做区分，这里我们在 CM 和

CA 变量上加了上标 H。将式( 19) 代入到式( 17) ，我们得到此时消费者的间接效用函数

为:

V( pA，PM，PH，Y) = Y /pA － αlnPM － βlnPH + ( α + β) lnpA + ε ( 20)

其中，ε = α( lnα － 1) + β( lnβ － 1) 为常数。我们假设城市和乡村两个区域的房屋初始供

给量各为 H0，两地区房屋供给增长率 g 相同，则第 ι 期总供给量分别为 H0e
gι②。根据式

( 19) ，消费者对房屋需求，房屋市场供需均衡时 H0e
gι = ( L + K) β /PH，由此得到两地区

房屋的价格分别为:

PH =
β( ρ + sn) ( K + K* )

H0e
gι ，P*

H =
β( ρ— － ρ + 1 － sn) ( K + K* )

H0e
gι ( 21)

从上式我们可以看到，当技能劳动力或者非技能劳动力向城市地区迁移时，城市的

房价将会变高。因为移民的出现，城市的房价变高，进而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变低，城

市高房价成为模型中的一个分散力。

( 二) 户籍制度: 非技能劳动力移民的异质偏好

我国的户籍制度有一个明显的特征: 限制非技能劳动力的流动，但对技能劳动力的

流动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户籍制度直接关系到居民的福利，尤其对进城的非技能劳动

①

②

在 Helpman( 1998) 中，房屋部门作为非贸易品，但是由于房屋是非贸易品中最重要的商品，因此在大量的新经

济地理学实证研究中都将房屋部门作为真实的房屋部门，本文同时考察了传统部门、现代部门和房屋部门。虽

然房屋部门与传统部门均为完全竞争的部门，但是两者进入消费者效用函数的方式是不同的，详见( 17) 式。
本文只是使用到不同地区( 城乡) 房产价格比值，因此两地区房屋供给量增长率相同并不会影响分析结果。关

于地区房屋供给不同的增长率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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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言更是如此。没有户籍，他们无法享受和城镇居民一样的福利待遇。非技能劳动

力的转移，除了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以外，还受到许多条件的约束。比如陌生的环境、
不同的文化或习俗、不同的地方法规，甚至城市居民的歧视等 ( Ludema and Wooton，

1999)。本研究采用类似于 Anderson et al． ( 1992) 和 Murata( 2003) 的离散选择模式。我

们假设非技能劳动力迁移后的效应包括市场要素和非市场要素两种因素，第 t 个非技能

劳动力的效应函数为，

Vt
B( λ) = VU( λ) + ξtB ( 22)

上式中 VU( λ) 是所有非技能劳动力的间接效用函数，ξt 是 B 地区第 t 个消费者随

机的间接效用，服从独立同分布( i． i． d． )。λ 为本文研究中的技能劳动力的地理分布，

ρ / ρ— 为城市非技能劳动力占整个系统中非技能劳动力的比重。ξt 服从均值为 0，方差为

π2β2 /6 的双指数分布，分布函数如下①:

F( X) = Pr( ξtB≤X) = exp － exp － X
μ

－( )[ ]γ ( 23)

其中，μ 指偏好的异质程度，其值越大代表消费者的异质偏好越强。非技能劳动力从农

村迁移至城市的制度成本越高，异质性偏好越强。γ 为欧拉常数，γ = 0． 5772。根据

Holman and Marley 定理，我们可以知道消费者选择 B 地区的概率 ΡB( λ) 为，

ΡB( λ) =
exp( VB

U( λ) /μ)

∑m

= 1
exp( VB

U( λ) /μ)
，B = 1…m ( 24)

我们假设 实 际 上 选 择 移 民 概 率 与 式 ( 24 ) 完 全 一 致，采 用 与 Miyao and Shapiro
( 1981) 相同的方法，动态调整路径为:

d( ρ / ρ—)
dt = Ρ( ρ / ρ—) － ρ / ρ— = G( ρ / ρ—) ( 25)

均衡时，必然有 G( ρ / ρ—) = 0。根据式( 23) 和( 24) ，我们可以得到非技能劳动力在

迁移前后福利的差异:

ΔVF
U = μln ρ / ρ—

1 － ρ / ρ—
( 26)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城市非技能劳动力的数量为，

ρ( ΔVF
U) = ρ—

1 + exp( － ΔVF
U /μ)

( 27)

式( 27) 表明，城市的非技能劳动力的数量直接取决于城乡非技能劳动力间接效用

差异( ΔVU) 的影响。在 ΔVU = 0 时，ρ = ρ— /2，即城乡非技能劳动力均匀分布。技能劳动

力在两地区流动直接影响着两地区消费者的价格指数，从而两地区非技能劳动力的名

义工资以及间接效用函数受到影响，非技能劳动力根据其迁移前后的福利水平决定是

否进行迁移。非技能劳动力迁移后会直接影响着迁入地和迁出地房地产市场，从而影

响着技能劳动力的迁移决策。对此，我们对地区非技能劳动力的数量表示为 ρ( sn)。

① 详细内容参见 Anderson et al． ( 1992) 第二章中有关双指数分布性质的介绍。



48 2011 年第 4 期

四、福利分析: 城乡收入差异与城市不同群体贫富差距

本文分析的重点是户籍制度和城市高房价对城乡收入差异的影响，因此我们并不

打算进行长期均衡分析。事实上，像 Krugman( 1991) 核心—边缘结构中经济活动的完

全集聚在现实世界中也是不存在的，所以，长期均衡时经济活动在空间分布状况并不是

我们关心的重点。本文只是在既定的经济活动空间非均衡分布中研究城乡收入差异与

城市不同群体的贫富差距，并不打算考察角点解的情况。与所有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假

设一致，短期均衡时地区产业份额给定，因此技能劳动力存在名义收入差距和实际收入

差距，城乡非技能劳动力之间只存在实际收入差距等①。此外，为了便于问题的分析，我

们仅考察城市异质部门产业份额 sn ＞ 1 /2 的情形。由于工资是非技能劳动力的唯一收

入，因此下文中对居民的福利( 间接效应函数) 差异的分析实质上是对居民的实际收入

差距的分析。

( 一) 基本模型福利分析

1． 城乡非技能劳动力的福利分析

上文我们提到，在基础模型中两地区非技能劳动力的名义收入相同，即 w = w* 。根

据式( 4) 我们可以得到城乡非技能劳动力的效用差异:

ΔV = ( Y － Y* ) / pA － αln
PM

P*( )
M

( 28)

由于工资收入是非技能劳动力的唯一收入来源，根据式( 12) 和式( 28) 我们可以得

到城乡非技能劳动力的福利差异:

ΔVU = α
σ － 1ln

sn + ( 1 － sn)
sn + 1 － s[ ]

n
( 29)

对式( 29) 中地区产业份额 sn 求偏导，则

( ΔVU)

sn
= α( 1 － 2 )

( σ － 1) ［sn + ( 1 － sn) ］( sn + 1 － sn)
＞ 0 ( 30)

由式( 29) 我们可以得到 ΔVU | sn = 1 /2 = 0，而由( 30) 式可知城乡收入差距随城市产业

份额单调递增。因此在 sn ＞ 0． 5 时，城乡收入福利差距随 sn 的增加而扩大( 参见图 1)。
命题 1: 如果城乡初始禀赋相同，那么短期内，在 sn ＞ 1 /2 时城乡非技能劳动力福利

差异随着城市产业份额的增大而扩大，城乡非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差异总是存在的。
在 sn ＞ 1 /2 时，城市生产更多的异质品，城市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相同的异质品组

合时只需支付更少的运输成本。即使城乡非技能劳动力的名义收入相同，但运输成本

的节约降低城市居民生活成本指数，从城市非技能劳动力的实际收入相对较高。
此外，对式( 29) 中城乡市场开放度  求偏导，则我们可以得到:

( ΔVU)


= α

( σ － 1) ［sn + ( 1 － sn) ］( sn + 1 － sn)
( 1 － 2sn) ＜ 0 ( 31)

① 感谢匿名评审人对此处提出的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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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参数: σ = 5; α = 0． 5;  = 0． 05．

图 1 基本模型下经济活动空间非对称分布与城乡非技能劳动力的福利差距

式( 31) 表明，随着城乡市场开放度变大，城乡非技能劳动力的福利差距将缩小，由

此我们得到命题 2。
命题 2: 如果城乡的初始禀赋相同，当 sn ＞ 1 /2 时，城乡非技能劳动力的福利差异随

着城乡市场开放度的提高而缩小。从某种程度上说，更加开放的城乡市场有利于缩小

城乡非技能劳动力收入差距。
2． 城乡技能劳动力的福利分析

短期内地区产业份额给定，即城乡技能劳动力来不及流动以调整区域间的福利差

距，因此城乡技能劳动力的福利存在差距。我们假设技能劳动力收入全部用于消费，因

此将式( 12)、式( 14) 以及式( 15) 代入到式( 28) 中，我们得到如下的形式

ΔVK =
α
σpA

( 1 －)
sn + ρ

sn +( 1 － sn)
－
1 － sn + ρ— － ρ
sn + ( 1 － sn[ ])

+ α
σ －1ln

sn +( 1 － sn)
sn +1 － s[ ]

n
( 32)

上式中第二项与式( 29) 完全一致，即价格指数效应。我们发现，城乡技能福利随着

城市产业份额 sn 以及城乡市场开放度的变化而变化。然而，即便是在 sn ＞ 1 /2 时，如果

城乡市场开放度比较低，城市技能劳动力福利也会低于农村技能劳动力福利。只有当

城乡市场开放度大于“突破点”时，城市地区技能劳动力才有可能会获得更高的福利水

平，即新经济地理学中经常提到的“聚集租金”。现实世界中城乡市场开放度已经相对

较大，因而我们更多见到的是城市的技能劳动力的收入水平高于农村技能劳动力的收

入水平。
3． 城市内不同群体的福利分析

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城市技能劳动力和非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差距。这

两个不同群体的福利差异主要来源于收入，不存在价格指数效应的差异。在我们的模

型中，

ΔVK － U = VK － VU = α
σ

( 1 － )
sn + ρ

sn + ( 1 － sn)
－[ ]w /pA (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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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发现，同质品价格( pA)、异质品份额( sn)、城市劳动力资本比例( ρ) 以及城

乡市场开放度( ) 等将直接影响城乡不同群体收入差距，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

论:

命题 3: 城市内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取决于同质产品的价格、城市异质产品份额、市
场开放度以及异质产品的替代弹性等。缩小城市内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通常包

括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提高非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以及提高城乡市场开放度等。
根据命题 1 和命题 3 我们可以知道，城乡市场开放度  的提高能够有效地缩小城

乡非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以及城市内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在过去 30 多年中，

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显示，1978 年城乡收入差距为

2． 57∶ 1，而到 2009 年已经达到 3． 33∶ 1。而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2009 年的

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城乡收入实际差距已经达到 6∶ 1。如果说异质品生产集聚在城市有

利于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提高，那么城乡贸易成本的降低则会提高农村非技能劳动力

的福利水平。无论是城镇化还是新农村建设或者交通设施的改善，都可以看做是城乡

一体化协调发展的一部分，因此都将有利于城乡非技能劳动力收入差距的缩小①。

( 二) 城市高房价模型下非技能劳动力的福利分析

事实上，城乡住房价格的差异是影响要素流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基础模型中我

们并没有考虑房屋部门，正如我们在前文所分析的那样，技能劳动力的迁移直接影响了

住房市场的供求关系。
同样，根据式( 12)、式( 20) 以及式( 21) ，我们可以得出城市高房价贸易下非技能劳

动力的福利水平:

ΔVH
U = α

σ － 1ln
sn + ( 1 － sn)
sn + 1 － s[ ]

n
+ βln

ρ— － ρ + 1 － sn
ρ + s( )

n
( 34)

上式与式( 29) 相比，等式右边第一项完全相同，第二项即为我们加入城市房屋部门

之后新增加的部分，在我们的模型中是一种额外的“分散力”。由于城市房屋供给量有

限，随着人口流入城市之后“拥挤效应”增强。在 sn≥1 /2 和 ρ≥ ρ— /2 时，第二项小于零。
对式( 34) 求关于 sn 的一阶导数，则可以得到:

d( ΔVH
U)

dsn
= α( 1 － 2 )

( σ － 1) ［sn + ( 1 － sn) ］( sn + 1 － sn)
－ β( 1 + ρ—)

( ρ— － ρ + 1 － sn) ( ρ + sn)
( 35)

从式( 35) 中，我们并没有办法直接判定其值的正负号。对式( 35) 求有关 sn 的二次

导数，

d2 ( Δ VH
U)

ds2n
= α( 1 － 2 ) ( 1 － ) 2

( σ － 1) ［sn + ( 1 － sn) ］2 ( sn + 1 － sn)
2 ( 2sn － 1)

+ β( 1 + ρ—)
( ρ— － ρ + 1 － sn) ( ρ + sn)

( 2ρ － ρ— + 2sn － 1) ( 36)

① 由于城市内不同群体之间在福利方面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收入差异上，因此影响不同地区实际收入的价格指数

效应对城市内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并不起作用。在含有房屋部门和户籍制度部门的模型中的分析结果与此相

类似，这里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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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n≥1 /2 和 ρ≥ ρ— /2 时，
d2 ( Δ VF

U)

ds2n
≥0。将临界值 sn = 1 /2 和 ρ = ρ— /2 代入式( 35)

中，我们就得到

( ΔVH
U)

sn
| sn = 1 /2，ρ = ρ— /2 =

4α( 1 － )
( σ － 1) ( 1 + )

－ 4β
( 1 + ρ—)

( 37)

从式( 37) 可以看出，如果  ＜ 1 － 2β( σ － 1)
α( 1 + ρ—) + β( σ － 1)

，则
( ΔVH

U)

sn
| sn = 1 /2，ρ = ρ

—
/2 ＞ 0，

这表明随着城市现代部门生产的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反之亦然。
由式( 30) 和式( 35) 可以知道，

( ΔVH
U － ΔVU)

sn
= － β( 1 + ρ—)

( ρ— － ρ + 1 － sn) ( ρ + sn)
＜ 0 ( 38)

根据式( 38) 我们发现，随着城市现代部门份额的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趋

势得到了遏制，甚至开始出现减小趋势( 参见图 2)。

模拟参数: σ = 5; α = 0． 5; β = 0． 3; ρ = 1． 5; ρ— = 3; pA = 1．

图 2 基本模型与房屋部门模型下非技能劳动力收入差距比较

命题 4: 在一个含有房屋部门的城市高房价模型中，当城乡市场开放度较低时，在没

有达到临界值［1 － 2β( σ － 1) ］/［α( 1 + ρ—) + β( σ － 1) ］之前，城乡收入差距随着城市现

代部门产业份额扩大而扩大，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开始逐渐减缓; 当城乡市场开放

度大于临界值时，城乡收入差距随着城市现代部门产业份额扩大会逐渐缩小，即城乡收

入差距呈现“倒 U”型关系。
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所提到的那样，在农村技能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中，城市的

房价变高。我们的式( 34) 右边第二项正是体现了城市高房价加入模型之后对城乡收入

差距的影响，很显然城市的高房价对城市居民不利而对农村地区的居民有利，因此这将

作为一种分散力抑制农村地区非技能劳动力的流动。但是，由于城市地区原有的“集聚

租金”相对较大，这种分散力并不一定能够缩小城市之间收入差距。只有在城乡市场开

放度大于某一临界值时，城市收入差距才会缩小。
此外，根据式( 12)、式( 14)、式( 15)、式( 20) 以及式( 21) ，我们可以推导出城乡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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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的收入差距:

ΔVH
K = α

σpA
( 1 － )

sn + ρ
sn + ( 1 － sn)

－
1 － sn + ρ— － ρ
sn + ( 1 － sn[ ])

+ α
σ － 1ln

sn + ( 1 － sn)
sn + 1 － s[ ]

n
+ βln

ρ— － ρ + 1 － sn
ρ + s( )

n
( 39)

( 三) 城市高房价、户籍制度综合模型分析

类似于式( 30) ，在含有户籍制度的模型中，我们探讨了非技能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

转移问题，此时 ρ≠ ρ— /2。我们探讨农村非技能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即 ρ ＞ ρ— /2。此

时，城乡非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为，

ΔVF
U = α

σ － 1ln
sn + ( 1 － sn)
sn + 1 － s[ ]

n
+ βln

ρ— － ρ + 1 － sn
ρ + s( )

n
( 40)

式( 40) 与式( 34) 的表达式形式上相似，但 ρ 不再是外生给定变量，而是一个关于 sn
的函数。正如我们上文所讲的那样，在存在技能劳动力和非技能劳动力双重要素的流

动时，不同类别的劳动力流动都需要考虑其他类别劳动力的流动情况。根据式( 40) 我

们得到 ΔVF
U | ρ ＞ 1 /2，sn = 1 /2 ＜ 0。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非技能劳动力存在着异质性移民。在

非技能劳动力迁移均衡时，由式( 26) 和式( 40) 我们可以得到:

α
σ － 1ln

sn + ( 1 － sn)
sn + 1 － s[ ]

n
+ βln

ρ— － ρ + 1 － sn
ρ + s( )

n
= μln ρ / ρ—

1 － ρ / ρ—
( 41)

对式( 40) 求有关 sn 的偏导数，则可以得到如下形式，

( ΔVF
U)

sn
=
d( ΔVH

U)
dsn

+
( ΔVF

U)

ρ
dρ
dsn

( 42)

由于式( 42) 的第一项与城市高房价模型一致，我们更关心式( 42) 右边的第二项。
( ΔVF

U － ΔVH
U)

sn
=
( ΔVF

U)

ρ
dρ
dsn

( 43)

根据式( 26) ，我们可以得到，

ΔVF
U

ρ
= － β( 1 + ρ—)

( ρ + sn) ( ρ— － ρ + 1 － sn)
＜ 0 ( 44)

此外，对式( 41) 两边同时求有关 sn 的导数，则可以得到

dρ
dsn

=
μ ρ—
ρ( ρ— － ρ)

+ β( 1 + ρ—)
( ρ + sn) ( 1 － sn + ρ— － ρ)

α
σ － 1

1 － 2

( sn +  － sn) ( sn + 1 － sn)
－ β( 1 + ρ—)

( ρ + sn) ( 1 － sn + ρ— － ρ)

( 45)

式( 45) 的分子部分始终大于 0，分母部分与式( 35) 完全相同。因此，当  小于临界

值 1 － 2β( σ － 1) /［α( 1 + ρ—) + β( σ － 1) ］时 dρ /dsn ＞ 0，从而( ΔVF
U － ΔVH

U ) /sn ＜ 0; 而 
大于临界值时，( ΔVF

U － ΔVH
U ) /sn ＞ 0。这意味着，在城乡市场开放度比较小时，户籍制

度起到缩小城乡收入差异的作用; 当市场开放度大于某一临界值时，户籍制度扩大城乡

收入差异。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命题 5: 如果包含住房部门及户籍制度约束，在城乡市场开放度较低时，户籍制度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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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收入差距的扩大; 当城乡市场开放度大于某一临界值时，户籍制度则加速收入差距的

扩大。
对于中国区域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一些研究者指出，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户籍制度

限制了要素的流动，从而要素无法获得均等化的价格。但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市场

开放度较低时，这种结论不成立。恰恰是户籍制度限制了要素的流动，阻碍了经济活动

的进一步聚集，从而减缓了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当市场开放度比较高时，放松

户籍制度是合理的，此时放松户籍制度能够有效抑制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从而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五、小 结

本文在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模型( Pfluger，2004) 中加入了完全竞争的住房部门，构

建了两地区、三部门和两要素的空间模型。研究结果表明: ( 1) 城乡收入差距总是会存

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除了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农民工工资水平之外，提高城乡市场开

放度也是缩小收入差距的一条重要途径; ( 2) 在城乡市场开放度比较小时，城乡收入差

距仍然会扩大，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开始逐渐减缓; 而当城乡市场开放度比较大

时，城市高房价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3) 放开户籍制度不一定遏制住城乡收入差距进

一步扩大的趋势，只有在城乡市场开放度达到临界值时，放开户籍制度才能缩小城乡收

入差距。正是由于户籍制度的这种特性，导致了中国劳动力流动强度的增强与城乡收

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之间的悖论。城市高房价和户籍制度虽然都限制非技能劳动力的流

动，因而都作为“分散力”影响了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但由于城市高房价模型中城市高

房价只对技能劳动力的流动产生影响，而在户籍制度模型中城市的高房价对技能劳动

力和非技能劳动力的流动同时产生影响，因此，两者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城市高房

价和户籍制度具有“门槛效应”。由此可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在于提高城乡开

放度，而只有当城乡开放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放开户籍制度才是合理的。
本文研究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首先，强调城乡一体化的同时需要多项措施并举，

如提高农产品价格，提高农民工资水平才能有效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城市不同

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 其次，尽管近来改革户籍制度的呼声很高，但根据我们的研究，只

有当城乡市场开放度达到某个“临界值”值时，户籍制度的放开才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

差距。如果说现代部门的生产集聚在城市有利于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提高，那么城乡

贸易成本的降低则会提高农村非技能劳动力的福利水平。无论是城镇化还是新农村建

设，作是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一部分，提高城乡市场开放度的措施如交通设施的改善

等都将有利于城乡非技能劳动力收入差距的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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